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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渤海湾近岸海域1987、2005及2007―2011年的Landsat TM遥感数据和最近有关的海洋大型底栖生物生态学研究成果, 采用多尺度分割和最邻近分类的方法, 使用eCognition、ENVI、ArcGIS软件, 分析报道了渤海湾近岸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数目及其组成、丰度、生物量、多样性指数变化等与岸线、滩涂、近岸浅海变化等栖息环境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 岸线长度、占用滩涂和近岸浅海面积与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种类数量所占比例以及大型底栖动物总物种数、香农–威纳指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呈负相关关系; 岸线长度、占用滩涂和近岸浅海面积与多毛类种类数量所占比例以及大型底栖动物总丰度、总生物量呈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 渤海湾近海栖息地环境变化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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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于滩涂开发、围海造陆等海岸工程的实施, 加剧了渤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 对该海域的生物产生了极大的胁迫作用[1]。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可以通过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及多样性特征表现出来[2]。大型底栖动物生活在水域环境的“底栖层”[3], 其生物量占底栖动物总生物量的90 %以上[4], 具有迁移能力弱, 避害性差等特点, 对来自人类和自然的压力能够迅速做出反应[5]。由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组成、丰度、生物量等指数的变化能够准确反映栖息地环境的长期变化[6–7], 因而已将其作为反映人类干扰的重要指标, 广泛应用于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5]。蒋万祥等[8]、张艳等[9]、韩洁等[10]和谷德贤等[11]曾研究了各种环境因子对大型底栖动物的影响, 结果表明pH、溶解氧、透明度、水深等环境因子对大型底栖动物影响较大, 而岸线、滩涂、近岸浅海等栖息地要素变化可以造成溶解氧、透明度、水深等变化, 因此对研究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有着重要意义。但有关渤海湾近海岸线、滩涂、近岸浅海等栖息地要素变化与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报道较少。
目前, 卫星遥感技术已成为监测近岸海洋生物栖息地变化的有效手段。通过利用卫星遥感技术, 可直接监测近岸海洋生物栖息地要素及其变化, 从而研究滨海生物群落组成的变化。本研究以渤海湾近岸海域为目标区域, 利用遥感技术获取近年来渤海湾天津段岸线、滩涂、近岸浅海的动态变化, 并结合历次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资源调查数据, 研究岸线、滩涂、近岸浅海等栖息要素变化对渤海湾近岸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以期为渤海湾生态保护提供理论支持。
1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研究区Landsat5 TM卫星遥感数据采用 1987年5月14 日、2005年5月15日、2006年5月2日、2007年4月3日、2008年3月4日、2009年5月26日、2010年5月13日、2011年8月20日共8景影像, 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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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研究区内相关时段大型底栖动物的数据, 来源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与河北省海洋与水产研究院相关合作调查项目和蔡文倩等[12–14]、冯剑丰等[5]、房恩军等[1]、王瑜等[15]的历史文献资料, 数据主要包括物种数量、丰度、生物量、多样性指数等。
1.2  数据处理

1.2.1  岸线、滩涂、浅海数据处理

(1) 图像几何配准  以1987年landsat5 TM遥感图像数据为基准, 选取25~30个控制点, 采用二次多项式模型和双线性内插法, 对其他遥感影像进行几何配准校正。校正的误差不得超过0.5个像元, 满足研究工作的精度要求。

(2) 图像波段选择与彩色合成  针对研究区地物特征, 根据最佳指数因子[16], 确定TM数据包含7个多光谱波段总的5、4、3波段组合为最佳波段, 分别赋予5、4、3波段红色、绿色、蓝色进行组合, 获得近似自然彩色合成的图像。

(3) 多尺度分割与最邻近分类  对已进行预处理的遥感影像使用eCognition软件, 进行多尺度分割、最邻近分类和分类后处理。进行多尺度分割时, 选取分割尺度参数权重为0.5, 红、绿、蓝权重分别为1、2、1, 颜色权重为0.9, 紧致度参数权重为0.5; 进行最邻近分类时, 以1987年影像为基础底图, 建立陆地、滩涂、水体和其他4个类别, 各类别配置标准最邻近特值空间, 配置特征选择均值和标准差, 然后分别选择样本使用最邻近法进行分类。分类过程中重复选择样本和最邻近分类, 直至得到满意的分类结果; 分类后, 依据目标类别特征进一步对剩余离散小图斑进行筛选分类。分类完成后, 获取岸线化、滩涂和近岸浅海等变化数据。

1.2.2  大型底栖动物数据处理  将研究区内大型底栖动物调查的相关序列数据按照多毛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棘皮动物和其他进行汇总, 并参照遥感数据相关时段调查时间相近的原则进行筛选, 最终选择使用1984、2005和2007―2011年数据计算总物种数和各种类数量所占百分比; 使用1984、2005和2007―2011年数据计算总丰度; 使用1984、2005、2008―2010年数据计算总生物量; 使用2005、2008、2009、2011年数据计算多样性指数。

1.2.3  栖息地要素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按照同时段比较原则, 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各种类所占百分比、总物种数、总丰度、总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分别与同时段近岸栖息地要素变化进行相关性分析, 使用SPSS软件计算出其相关系数r和显著性水平P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研究区内岸线、滩涂及近岸浅海动态变化
由图2可见, 1987年到2005年渤海湾天津海域岸线增加75 km, 滩涂面积减少45 km2, 近岸浅海减少面积为4 km2, 主要原因是对滩涂的开垦。随后, 天津港北港区也开始实施围填海工程, 到2008年, 累计岸线长度增至124 km, 累计占用滩涂面积增加到79 km2, 占用近岸浅海面积增加到26 km2, 围填海区域逐渐扩展到近海, 但仍以开垦滩涂为主。之后, 天津港北港区、中心渔港区、南港区相继开始大规模、密集的围填海工程, 到2011年, 累计岸线长度增加209 km, 累计占用滩涂减少面积182 km2, 占用浅海面积221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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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渤海湾天津段岸线增加长度和占用滩涂和
浅海面积情况

Fig. 2  Annual increase of the coastline length and area of mudflat and near-shore shallow sea in Bohai Bay
2.2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变化

2.2.1  种类组成、总丰度和总生物量的变化情况  图3表明, 近年来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发生了改变。多毛类种类数量所占比例先增加, 之后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种类数量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 棘皮动物和其他种类数量所占比例则变化不大, 一直处于较低状态。图4表明,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的总丰度和总生物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2.2.2  物种多样性指数的年际变化  图5表明, 大型底栖动物香农–威纳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较低, 说明近几年来渤海湾生物多样性较低, 分布的均匀度和物种的丰富度均不高。同时, 香农–威纳物种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呈现降低趋势, 表明近几年来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物种的丰富度持续遭到破坏。
2.3  渤海湾近岸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由表1可以看出, 近年来, 渤海湾近岸海域大型底栖生物的物种组成发生了很大改变。甲壳动物和软体动物种类数量所占比例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并且甲壳动物种类数量所占比例与累计岸线长度、占用滩涂面积变化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0.05), 可见岸线长度、占用滩涂面积的增加可能导致甲壳动物种类数量所占比例的减少。而多毛类种类数量所占比例尽管与栖息环境变化无显著相关关系(P>0.05), 但有随岸线长度、占用滩涂面积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说明栖息环境变化对多毛类种类数量所占比例有一定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与总物种数变化呈负相关, 与总丰度和总生物量变化呈正相关, 总丰度与岸线长度和占用滩涂面积变化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 与累计占用浅海面积呈显著正相关(P<0.05), 说明岸线长度、占用滩涂面积和占用浅海面积的增加明显有利于底栖动物丰度的增加, 而总生物量与占用浅海面积呈显著正相关(P<0.05), 说明占用浅海面积的增大明显有利于总生物量的增加。
由表3可以看出, 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与香农–威纳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成负相关关系, 说明岸线、占用滩涂和浅海可以使底栖生物多样性降低[14]。并且物种丰富度指数与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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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各类群数量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

Fig. 3  Annual changes in proportion of each species in macro-benthos in Bohai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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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总丰度和总生物量的变化情况
Fig. 4  Total abundance and biomass changes of macro-benthos in Bohai Bay

表1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与其各类群数量所占比例的相关关系

Tab. 1  Correlation between habitat change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macro-benthos in Bohai Bay

	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

habitat change
	多毛类Polycheata
	软体动物Mollusca
	甲壳动物Crustacea
	棘皮动物Echinodermata
	其他other

	
	r
	P
	r
	P
	r
	P
	r
	P
	r
	P

	累计岸线增加长度/km

increased coastline length
	0.62
	0.067
	–0.50
	0.126
	–0.74
	0.030
	0.23
	0.308
	–0.31
	0.248

	累计占用滩涂面积/km²

mudflat areas occupied
	0.52
	0.118
	–0.35
	0.223
	–0.72
	0.033
	0.25
	0.296
	–0.18
	0.352

	累计占用浅海面积/km²

shallow sea areas occupied
	0.43
	0.169
	–0.27
	0.280
	–0.57
	0.091
	0.17
	0.357
	–0.24
	0.305


表2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地要素变化与其总物种数、总丰度和总生物量的相关关系

Tab. 2  Correlation between habitat changes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es, abundance and
biomass of macro-benthos in Bohai Bay

	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

habitat change
	总物种数total number of species
	总丰度total abundance
	总生物量total biomass

	
	r
	P
	r
	P
	r
	P

	累计岸线增加长度/km

increased coastline length
	–0.46
	0.182
	0.83
	0.010
	0.67
	0.072

	累计占用滩涂面积/km²

mudflat areas occupied
	–0.41
	0.210
	0.85
	0.007
	0.64
	0.084

	累计占用浅海面积/km²

shallow sea areas occupied
	–0.29
	0.288
	0.79
	0.018
	0.86
	0.013


表3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与其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关系

Tab. 3  Correlation between habitat changes and macro-benthos diversity in Bohai Bay
	栖息地地理要素变化

habitat change
	香农-威纳指数Shannon-wiener index
	丰富度指数abundance index
	均匀度指数even index

	
	r
	P
	r
	P
	r
	P

	累计岸线增加长度/km

increased coastline length
	–0.41
	0.298
	–0.91
	0.047
	–0.54
	0.233

	累计占用滩涂面积/km²

mudflat areas occupied
	–0.50
	0.250
	–0.87
	0.063
	–0.52
	0.241

	累计占用浅海面积/km²

shallow sea areas occupied
	–0.43
	0.284
	–0.70
	0.150
	–0.71
	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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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变化

Fig. 5  Diversity index changes of macro-benthos in Bohai Bay
长度变化呈显著负相关(P<0.05), 说明岸线长度的增加可以明显减少物种数量的分布。
3  讨论

3.1  岸线、滩涂、近岸浅海的变化对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栖息环境的影响

3.1.1  栖息地丧失  1987年以来, 渤海湾天津海域累计占用滩涂面积182 km2, 占用近岸浅海面积达221 km2。其对海洋生态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和天然生物栖息地生境损失的不可修复性[2]。根据生态学中的经典法则种–面积关系[18–19]: S=cAz(其中, S为物种数量, A为生境面积, c和z均为常数)可以看出, 物种数目与生境面积大小具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 围填海工程使得滩涂、近岸浅海被永久性占用, 导致该地区某些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地的丧失, 直接影响了渤海湾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

3.1.2  栖息环境恶化  1987以来, 仅渤海湾天津海域岸线就增长209 km, 海岸线轮廓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天津港、中心渔港处岸线的扩张, 减弱了渤海湾沿岸水动力, 使得近岸潮流运行受阻, 海水与外界交换能力下降, 自净能力变差, 水质恶化, 甚至还能引发赤潮, 严重地破坏了大型底栖动物栖息环境。当海水受到污染时, 污染物还会渗入底泥, 降低港湾沉积环境质量[20], 从而危及大型底栖动物的栖息地。

此外, 岸线、滩涂和浅海的变化还会减小港湾纳潮面积和纳潮量。到2007年, 围海造陆工程造成渤海湾减小的纳潮量超过了1%[21]。纳潮面积和纳潮量的减少, 会使潮流水动力减弱, 从而引起泥沙淤积, 导致近海变浅, 底质改变[22]。水深与大型底栖动物分布相关性较大[11], 底质与栖息地底栖动物的种类、丰度和生物量也密切相关[3]。因此, 围填海的面积越大, 岸线越凸出, 纳潮面积和纳潮量会越小, 对底栖生物栖息环境的影响也就越大。

3.2  岸线、滩涂、近岸浅海的变化影响海洋生态系统间的平衡
近年来, 渤海湾岸线不断增长, 占用滩涂和近岸浅海面积越来越大, 底栖动物的栖息环境质量持续下降, 导致一部分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大型底栖动物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后数量减少, 种间竞争强度减弱[23], 其他种群个体数量就会快速增加, 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受破坏, 底栖生物的群落结构发生变化。图3中多毛类种数所占比例先上升, 之后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这与王瑜等[15] 2008年得出多毛类成为目前渤海湾近岸海域主要优势类群的结论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多毛类生命周期短, 世代更新快, 当环境受到破坏时, 数量会迅速增加[24]。图4中该海域的底栖生物丰度和生物量呈上升趋势, 蔡文倩等[14]在综合近几年调查中也发现了此规律,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辽东湾海域[17], 蔡文倩等[14]认为这可能与渤海湾海洋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发生改变有关。 

3.3  影响本研究结果的因素
受调查时间、站点位置和数目、采泥器种类和网筛孔径等的影响, 调查统计结果会有所差异[12], 这导致调查数据中异常值的产生。例如本研究中采用冯剑丰等[5]的采样方法, 采用0.05 mm的箱式采泥器, 成功取样5次, 合为1个样品, 之后用网孔0.5 mm套筛分选; 而蔡文倩等[13]采用的是面积为0.05 m2的抓斗式采泥器, 成功取样2次合并为1个样品, 之后使用0.5 mm孔径的网筛进行分选。首先, 每个站位成功采样次数越多, 获得大型底栖动物样品数据会越完整。其次, 与抓斗式采泥器相比, 箱式采泥器密闭性较好, 因此使用箱式采泥器获得大型底栖动物样品会更为全面[25]。同时, 生物生态数据采集的季节性差异使得相关性分析的可信度有所降低, 例如本研究中采用的大型底栖动物数据各年间多在5月, 而2007年采用的数据则是在8月的, 两者时间尺度上的不匹配可能会对结果的精度产生影响。另外, 由于在研究区内对大型底栖动物缺乏连续性调查, 导致本研究中样本量不大, 加上种类构成比例、总丰度、总生物量、总种类数以及多样性指数等指标掩盖了生态学的许多信息, 这也会对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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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marine habitat changes on macro-benthos communities in Bohai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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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21st century, rapid economic coastal development and active coastal engineering have occurred in China, causing most of the coastline to contract. Large expanses of coastline, mudflats, and near-shore shallow water have been occupied, and the habitats of marine organisms have been affected. Hence, the macro-benthos is now under unprecedented pressu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Landsat TM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the nearest relative historical survey data (1987, 2005, 2007, 2008, 2009, 2010 and 2011) from the Tianjin near-shore region of Bohai Bay. We used the multi-resolution segmentation and nearest-neighbor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ecies composition, abundance, biomass and diversity of the macro-bentho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astline, mudflats, and near-shore shallow water in the Tianjin near-shore region of Bohai Bay using eCognition, ENVI and ArcGIS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dflat, near-shore occupied shallow waters, coastline increase, proportion of mollusks and crustaceans, total species numbers in the macro-benthos, Shannon-wiener index, abundance index, and evenness index are all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n contrast, mudflat, near-shore occupied shallow water, coastline increase, polychaete proportions, total macro-benthos abundance and biomass were all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It is evident that changes in the marine habitat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cro-benthos communities in Bohai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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